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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敬老政策偏好與效益之評估： 

一項質量並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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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鑒於過往分配政策的研究，多從權力分配的角度去探討針對性以及普遍性

政策的影響，少從規範面層次去思考如何在這兩個價值觀中間做取捨。準此，學

者 Powel, John A(2009;2012)提出「針對普遍性」(targeted universal)的政策概念，

認為政府在決策前，理當理解各族群的限制與發展，並依此設定追求平等的指標。

而施行政策必須要對全體社會都是有福祉的，但是被邊緣化的族群應該獲得最多

的利益，以促使公共政策能兼顧效益與公平。故此，本文以台北市重陽敬老禮政

策改革為個案，先利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探討政策改革的決策過程並

發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資訊不對稱。故再提出多因子實驗調查法(factorial survey 

experiments)，透過情境調查分析受訪者的政策偏好，以抽離各因子對於受訪者判

斷政策的影響，細緻化探索年長者的真實需求，並從中找尋合適的敬老政策排序

與規模，化解政府決策中的難題。本文期望在以證據為本的政策制定(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上，透過對於台北市長照政策的檢視，提供有價值的施政建

議，並激發我國各級政府思考另一種公共政策的思維與協調分配政策矛盾的解方。 

 

 

關鍵詞：台北市、重陽敬老禮金、分配政策、針對普遍性(targeted universal)、質

量並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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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齡化問題在近年持續困擾台灣，在 2017 年我國老年人口數首次超過幼年

人口數，老化指數持續攀升。1內政部表示我國在民國 107 年進入高齡社會（老

人比率超過 14％），預估在民國 115 年更會進入超高齡社會（老人比率超過 20

％）。這樣的老化趨勢使扶養比持續攀升，也象徵著養老需求已經漸漸超過育幼

需求。我國政府為了因應此趨勢開始注重相關長照、退休等老人政策，提早為我

國進入「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做準備。在台北市，老年人口每年節節

攀升，民國 103 年就已經邁入高齡社會（請參見圖 1-1），早全台灣十年。另外，

台北市的老化指數在六都之中最高，迫使台北市正視持續嚴重的老化問題。為此，

台北市老人預算逐漸成長，在近年來都占台北市總預算的 1%以上，並且持續維

持社會局預算的 15%上下，屬社會局最大宗的支出項目（請參見圖 1-2）。台北市

為了能夠制定完善的老人政策，建立了高齡統計專區來輔助政府理解老人需求，

制定有效的決策。由此可知，老人政策在台北市已經是重點的施政項目，隨著超

高齡化時代的到來，其重要性也會隨之上升，值得我們對台北市的老人政策深入

研究。 

 

資料來源：台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本研究自繪。 

 

資料來源：台北市各年度預算書。本研究自繪。 

                                                      
1 每 100 個 65 歲以上人口對 14 歲以下人口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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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台北市老年人口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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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因應上述的人口趨勢，台北市政府在近 5 年來對於長照政策有巨大變

革。最大的改變，發生於民國 105 年，柯文哲市長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發放重

陽敬老禮金是一次性花費，應該把預算用於建立長期的老年照護設施（邱瓊玉，

2015）。因此，他重新檢視台北市政府長照政策，取消發放將近 30 年的重陽敬老

禮金，並且在該年推出長照計劃，希望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益，達到巴瑞多最適

(Pareto optimality)，將有限的社會福利資源更有效利用。像是台北市政府開始更

廣泛的設置共餐據點，透過共餐幫助年長者建立社交網絡，也讓社區輔導員有更

多機會接觸到年長者，隨時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問題。除此之外，還希望共餐據點

能夠持續發展成為照顧失能老人的據點之一，結合照護、醫療、居家等年長者需

求，成為一體化的長照據點。 

社區年長者照護可以幫助老人成功老化，然而從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2015）對台北市民做有關社會福利看法的民意調查時發現，雖然有將近 8

成的民眾支持台北市政府的「老年共餐」政策，但是還是有接近七成的民眾並不

清楚此項政策。而且在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當中，有 9 成以上的年長者沒有參與

過任何老人共餐的活動。由這份調查可以發現，雖然柯市長建立長照系統的立意

良好，但是使用的人數以及預計產生的效益與目標有落差，此現象產生一個待釐

清的有趣課題，到底福利政策該如何分配才合適？要選擇雨露均霑，把資源平均

分給所有利害關係者；又或選擇雪中送炭，將資源投入有需求的年長者手中成了

政府施政上的難題。故此，本文將聚焦於台北市重陽敬老禮金政策的變化，去探

討政策改革過程、台北市政府內部的思考脈絡與整體的決策流程，從中此個案來

重新思考分配政策的理論，嘗試協調「公平」與「效率」的困境。 

貳、分配政策的矛與盾 – 針對性與普遍性的衝突 

    Lowi(1964: 677-715)認為政府政策從短期來觀察，可以分為管制性政策以及

分配性政策。分配政策的利益可分割，且每份利益是獨立的，但是整份利益的成

本卻是由整體社會來承擔。所以要促成分配政策法案的通過，「聯合」成為必要

的選擇。在這樣的假設之下，政治學者開始去從選區獲得利益的多寡以及國會議

員、國會內部制度的方向開始研究（羅清俊，1998: 575-609），來探討利益分配模

式與國會議員連任之間的關係(Mayhew, 2004)。Riker (1962)跟 Buchanan、Tullock 

(1962)從理論性的研究視角率先提出最小獲勝聯盟(a 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

認為如果分配利益的行為者越少，自己能夠獲得更多權力與聲望(Liu, 2010)，所

以國會議員會傾向於在國會組成最小獲勝聯盟來極大化自己的利益。故此，理性

來說國會議員會傾向讓政策利益獨厚於自己的選區，讓通過的政策具有針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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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羅清俊，2000: 201-232）。 

    但是最小獲勝聯盟理論卻無法得到實證性資料的證明，Barry (1965)跟Hardin 

(1976: 1202-1214)證明 Riker 的最小獲勝聯盟理論只能被運用在零和遊戲的對稱

賽局之中，但是現實的立法過程並不是一次性的過程，國會議員主要考量點為「連

任」。所以除了在國會中保持威望與權力外，他們還是要持續為選區帶回利益，

以尋求連任，所以在避免被排出分配利益聯盟與維持權力的衡量下，全體一致

(universalistic)的政策反而是理性的選擇(Weingast, 1979: 245-262; Evans, 2004)。

正是因為最小獲勝聯盟的不確定，會讓聯合變得不穩定(Frohlich, 1975: 943-946)，

所以 Hinckley (1972: 197-207) 對美國 81 到 91 屆國會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最

小獲勝聯盟並非是國會生態中長久的趨勢，故此他推論政治是不會停止的賽局，

所以立法者會傾向組成大規模的聯合陣容，來確保能夠長時間影響往後的立法。

再且，20 世紀以後的政策多為福利政策，幾乎對大眾是有益的，也進一步促成全

體一致聯盟的興起(Madonna, 2011: 276-288)。 

    在二戰結束後，各國政府的移轉性支付增加，提供越來越多社會福利政策

(Schick, 1986: 3-20)，在議會促使全體一致的聯合變成常態(Madonna, 2011: 276-

288)，在學界則是促進社會政策研究的進展。而社會政策學者則融合分配政策理

論，將視角從國會議員的行為擴大至政府部門，來比較普遍性(Universalism)或是

針對性(Targeting)政策優劣(McLaren and Petit, 2018: 153-164)。普遍性政策的最基

礎定義就是將政策利益不分條件的分發給所有人(Thompson and Hoggett, 1996: 

21-42)，不設立任何條件，固然讓政策延續性上升(Shepsle and Weingast, 1981: 96-

111)，但是忽視每個群體不同的需求，進而導致資源分配的浪費(Dworkin, 1978; 

Ferejohn, 1974)。相對而言，針對性政策就有相對應的條件，政府會設計標準(Cut 

point)來規範獲得利益的族群，將資源送到有需求的地方。但是該依照哪個標準

限制獲得利益的族群會成為政府的一大難題(Carey and Crammond, 2014)，如果設

計不當就容易造成沒有分配到利益的行為者汙名化獲得利益的族群或是訴諸社

會不平等分配的議題，來嘗試干預與阻撓政策的延續。這種矛盾讓政策決策者產

生執行上的困難，成為近代政治學者嘗試解決的問題之一。 

參、調解公平與效率的嘗試解方？針對普遍性的應用 

    Powell (2009: 785-1459)在解決美國種族主義所引發的政策分配問題時，針對

後種族主義者認為應該要無視於種族的存在，將分配利益平均分給各族群的普遍

性政策論述展開批評。他率先提出了「針對普遍性」(targeted universal)的概念，

認為分配政策不只是單純分為少數人或是全體獲利，政策決策者應該要制定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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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是對全體社會是有福祉的，但是政府也必須根據各個族群的需求、立場、社經

地位等設計政策，來有效照顧到被邊緣化的族群(Powell, 2012)。「針對普遍性」

政策，試圖突破既有的針對性以及普遍性的二分框架，看到弱勢群體既有的不利

偏差(bias)，實施實質平等的政策，並且透過對整個大群體的有利的方式，解決政

策延續性的問題。 

    而後「針對普遍性」政策與證據為本的決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結

合，主張社會公平議題需要得到實際數據或是街頭訪查的支持，而且政策設計要

具可行性(Gooden, 2017: 822-828)。同時，證據為本的決策也主張政府有提供數據

給學者以及社會大眾的義務，現今許多公共政策議題的研究無法被研究或是只能

片面研究的原因是因為政府釋出資料不足。而政府若能做好資料隱私的處理並將

其釋出，促使社會有機會檢視公共政策的效益，對公共資源的分配會有正面助益

(Isett, Head and VanLandingham, 2015: 20-23; The Commission on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2017)。「針對普遍性」政策在眾多學者努力下，逐漸出現清晰的脈

絡，期望決策者在政策制定前，能夠有效運用蒐集手邊資料，了解社會各個團體。

在政策規劃的過程中消除邊緣團體的偏差、給予弱勢族群有效幫助為目的，讓制

定的政策能對全體社會都是友善的。 

圖 2 分配政策研究脈絡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在「針對普遍性」政策概念框架指引，美國數個地方政府也嘗試此理念。而

金郡(King County, Washington ,USA)在 2016 年通過五年社會平等計畫(equity and 

social justice strategic plan)，希望能夠消除金郡內最嚴重的種族與區域不平等問

題，以促進地方的集體繁榮，就是代表之一(Valenzuela, 2017: 818-821)。金郡相

信改變政治、政策執行以及制度的平等，是促進社會環境整體平等的重大決定因

素，而這項改變會對任何種族、社會地位的個人以及家庭皆有利。金郡從八個面

向：孩童發展、經濟發展與就業、環境、健康、居住、接收訊息、司法以及大眾

運輸來解決問題(King County, 2016)。針對每一個面向，金郡政府都列出現行狀

況以及未來要改進的重點，並且設立專責機構－Office of Equity and Social Justice

來檢視政府的每一項政策以及預算，並且持續與當地各個相關組織合作，推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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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實質公平的理念。金郡政府在五年計劃中，強調政府施政理念對於整體社會價

值與產出有巨大的影響力。如果政府是對於各階層與族群存在偏見，而且沒有適

當的資訊與方法來解決問題的話，其制定的公共政策就會導致社會不平等，而犯

罪率問題、失業率問題、遊民問題等社會問題只是最後被看到的表象而已(King 

County, 2015)。所以要真正解決問題，就要從改變政府的施政價值觀開始，所以

金郡政府制定各種平等指標來檢驗所有施政，並且積極與社會團體合作與溝通，

期待從源頭解決問題，打造平等友善都市。 

    而另一個城市：波特蘭(The City of Portland, Multnomah County, Oregon, USA)

則是從預算的角度嘗試達到「針對普遍性政策」概念。波特蘭政府將平等加入預

算審核的指標，並且制定出一個公平預算的評估工具(budget equity assessment 

tool)。波特蘭政府從四個面向：用資產管理的辦法達到族群或是區域平等、長期

追蹤各地區公共資源的投入狀況，以及擴大投入的過程、評估預算對社會的影響

以及盡力減少區域差距、確定預算是否能提高公平並且注重公共資源投入的效益，

讓市府人員在制定政策時有依據的來遵行，積極性的避免歧視與促進公平(The 

City of Portland, 2016)。除此之外，波特蘭政府還繪製預算地圖(budget mapping)，

用 GIS 模式讓決策者以及人民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政府公共資源在各地區的配

置，並且可以從地圖中檢視是否存在有區域分配不均衡的問題 (The City of 

Portland, 2019)。 

    「針對普遍性」如本文上述，從普遍性的概念出發，關注不同族群在社會制

度、系統以及脈絡之下的情況，提出一項有別於齊頭式平等的平等理念，期望改

善分配政策對於弱勢族群的不公平以及傷害(Powell and Ake, 2017)。而這樣的思

潮在近年來逐漸影響公共行政學界以及實務界(Gooden, 2017: 822-828)，期許政

府可以制定普遍性的目標，但是設計針對性的方案來調節分配政策的矛盾

(Powell, 2016)，可惜這樣的想法仍止步於「概念」，缺乏思考的框架幫助我們檢

驗或是設計政策。Curren et.al.(2016) 嘗試結合改變理論 (Theory of Change) 與

「針對普遍性」概念，提出政府應該要從規範面(Normalize)、組織面(Organize)與

執行面(Operationalize)三管齊下的方式來檢查自己的政策是否有達到真正的平等。

不過僅聚焦於種族問題上，並未將思考層面提高至政策上不平等的分配所衍伸的

各種不平等情況，是為可惜之處。故此，本文嘗試對過往「針對普遍性」理論以

及實際運行的案例做整理，提出政策分析的三個階段架構：了解需求、決策過程

與問責機制，來重思分配政策長久碰到的難題：怎麼分才是真正「公平」。 

一、了解需求 

    公共政策的改革原因，往往是因為原有的政策出現問題，而政府主動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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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的介入尋求解決（羅清俊，2015）。而分配政策的目的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影響受標的者的行為(Golden and Min, 2013: 73-99)，若政府要能確切地達到目

的，理解所有相關利害關係者的概況就相當重要。所以政府在政策規劃前必須

要先徹底了解政策標的人口狀況，才能規劃相對應的政策來解決社會問題。換

而言之，對於利害關係人的理解是政策規劃成敗與否的關鍵(Powell and Ake, 

2017)，故此政府的資料蒐集要能確實掌握到各族群在社會上的發展與限制。

在資訊量充足的情況底下，政府應當重新檢視政策問題，理解自己政策改變的

目標以及預期結果(Nussle and Orszag, 2014)。政府也應當善用蒐集來的需求資

訊，對社會積極說明這次政策改革的主因與價值，透過溝通協調，與社會大眾

建立政策修正的共識，減少政策推行時的麻擦(Wright, Price and Anidi, 2018)。 

二、決策過程 

    政府在分配政策的決策過程當中，決策者要時刻提醒自己，制定的政策必

須根據先前所搜集的資料與證據來判斷，而政策內容必須要能促進社會平等。

而政府也必須深刻的認知到，決策過程中的環境氛圍或是制度是政策不平等的

根源(Meier and Nicholson-Crotty, 2006: 850-860)。為了真正讓政策達到促進平

等的目標，「針對普遍性」概念期望政策都能有各自的平等指標，而這項評等

指標是遵循「針對普遍性」的價值：讓最邊緣的族群獲得最多的利益來設計

(Powell 2009: 785-1459; 2012)。在了解需求的階段，政策目標必須得到社會的

支持，不過在決策過程中，更強調的是平等指標設立與政策細節和設計必須讓

民間團體進入參與。故此，政府必須設立溝通平台讓多個族群團體與社區代表

能夠對於整個政策內容發表意見、提出需求，以幫助政府更清晰的理解不同群

體對於政策的想像(King County, 2015)。而當平等指標建立後，所有此政策的

相關人員都必須遵循指標的概念來執行政策，相關的政策價值也必須透過在職

訓練等方式傳遞給基層人員，確保政策能夠被平等的實施。而在政策推出前，

政府需要提前立下長期計劃，預設政策執行的進度，避免政策問題不能按時解

決(King County, 2016)。 

三、問責機制 

    相關政策有時並不能依照決策設計的方向來發展，故設立問責機制來檢驗

政策執行是每一個公共政策必要的手段。而「針對普遍性」強調資料公開的重

要性。當政策執行績效是透明的，大眾與機關本身都能透過釋出的資料檢驗設

定的平等指標是否有如預期達成，甚至可以發現過往在了解需求過程時並沒有

發現的政策問題(The City of Portland, 2016)。除此之外，透過這些制度的設計，

可以讓整個社會對於公共政策的參與度上升(Curren et al., 2016)，將「針對普遍

性」的精神廣泛使用，讓整個社會整體利益得以進步、邊緣團體得以受到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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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針對普遍性政策」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四、測量指標 

    本文透過對於「針對普遍性」過往文獻的整理與參照美國城市實際的案例經

驗，將此理論精髓操作化，以三個面向對於來檢視分配政策背後的價值是否具有

平等意識，對弱勢族群與整體社會都產生價值。 

表 1、測量「針對普遍性政策」 

面向 指標 說明 

 

了解需求 

建立願景 政府介入的原因以及政策目標，此政策欲達

到的結果。 

尋求共識 要跟外界所有族群以及人民積極溝通，建立

觀念的共識。 

 

決策過程 

政策意識 平等意識貫徹於政策當中。 

政策目標的理解 執行團隊對於政策目標的支持以及了解程

度，並且具有能力達成任務。 

多元意見 納入不同團體進入決策圈，確保每個族群都

有發表意見的權利。 

 

問責機制 

指標設計 建立易操作的指標，讓執行者容易遵行，讓

理論可以付諸實踐 

檢核過程 公開資訊並且建立評量機制、設立問責的機

構來督促進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了解需求 決策過程

 

問責機制

 

資料蒐集 

了解所有族群的

發展限制 

制定平等指標 

民間團體參與 

決
策
者
的
平
等
意
識 

 

執行者的依據 

長
期
目
標 

核對指標 

資訊公開 

發現問題 

建立「針對普遍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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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重陽敬老禮金政策改革與質化分析方法 

    重陽節禮金始於 1986 年，更早之前台北市社會局選擇用發放禮物來祝賀重

陽節，但是由於禮物選擇麻煩以及不一定符合年長者的需求，所以 1986 年開始，

社會局長白秀雄決定發給台北市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七萬多人）200 元的紅包以

及一張精美的卡片，讓老人可以自由使用（聯合報，1986）。在隔年，則是小幅

修正發放的方式。從原本的里幹事發送到每位老人家，改為由里幹事陪同社工人

員以及志工前往，同時進行訪查工作（聯合報，1987）。但是因為分發方式的改

變，引起里幹事以及社工人員在業務上的紛爭，重陽敬老禮金的議題隨之受到社

會注意。當時討論認為，這項政策效益不高，應該將其用於其他老人福利政策，

所以在 1990 年市議會取消全面發放重陽禮金，只發放低收入戶的敬老金，每人

一千元，百年人瑞每名五千元。四年後在民意的壓力之下，台北市政府在 1994

年重啟重陽禮金的政策，超過 70 歲的每人發放敬老禮金一千元，百歲以上人瑞

則致贈禮金六千元，而發放方式則是由里幹事親自發放。於 2000 年在社會局曾

經考慮改用禮卷或是禮物取代現金，但是當時的議員認為這是在為難老人，無法

讓他們便利購物，所以這項改革計畫便胎死腹中。 

    從 1994 年開始的重陽禮金政策給設籍北市的 70 歲以上老人一千元、百歲以

上人瑞則致贈六千元的政策延續下來。在 2000 年則是增加年滿六十歲的原住民

長者也可以獲得禮金。在 2002 年則修改成為 99 歲以上的人瑞可以獲得 6000 元

禮金。在 2004 年則修正了發放的方式，由里長幹事先定點發放，在針對沒有前

來領取的老人，採行到府發放的方式，減少里幹事的工作負擔。 

    自 2010 年開始，台北市議員開始質詢為何台北市的重陽敬老禮金是規定 70

歲，與老人福利法的 65 歲規定不符合，再加上新北市的政策壓力，讓台北市重

新評估發放標準。2後來在 2013 年由郝龍斌市長做出調整，修改為 65 至 79 歲每

人 1500 元；80 至 89 歲每人 2000 元；90 至 98 歲每人 5000 元；99 歲以上每人

1 萬元。除了將老人歲數調整和老人福利法的歲數相同之外，也從過往的兩個級

距增加為四個級距。不過因為這項政策的改變使得台北市 2014 年的老人預算占

總預算的比率在近五年首次高於 1%（請參見圖 1-2）。3在 2015 年則是增加匯款

的發放方式，讓里幹事不用背著大量現金在身上，造成安全以及業務量的問題。

在此階段，重陽敬老禮金具有普遍性政策的意涵。台北市政府將重陽敬老禮金象

徵為對於我國老年人的尊敬之心，在重陽佳節時慰問所有老年人，每個年長者按

                                                      
2 新北市升格後，統一轄區內的重陽敬老禮金政策：滿 65 歲以上老人就可以領取 1500 元。 
3 民國 102 年政策調整的經費是以追加預算的方式編列，民國在 103 年才正式編入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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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年齡級距都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禮金。 

    柯文哲市長上台後，認為我國人口集體老化，社福預算有限，每年將 7 億多

預算用在重陽敬老禮金上面不夠有效率，不如讓錢真正送到需要幫助的人手上更

為重要。所以他決定刪除這項政策，並且將原本禮金預算用來鼓勵長者參與活動

（重陽節活動、老人出遊、共餐等）以及居家照護政策，期望透過這樣的改革，

能夠更有效的運用、分配社福資源，打造更完整、更具遠瞻性的老人照護與福利

系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7）。而政策也因此修改為年滿 99 歲以上老人或年

滿 89 歲以上原住民，每人新臺幣 1 萬元。年滿 65 歲（原住民 55 歲）以上，且

於重陽節當月為台北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長者，

每人新臺幣 1500 元。將預算從七億多元縮減為 3000 萬元，省下大幅度的經費。

這項政策的改變，將原先的普遍性政策修正，在重陽節時僅發放禮金給予較需要

的族群，偏向針對性的政策調整。而一般年長者則出現被剝奪感以及不被政府尊

重的負面情緒，造成此項改革風波與民怨不斷。故此，台北市政府提出建立長期

照護設施的願景，希望將省下的經費用來建設養老的基礎設施，積極推動社區養

老的觀念，來幫助一般的年長者能夠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以消除反對聲浪。 

圖 3 重陽敬老禮金政策流變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2015 年之前的重陽敬老禮金應屬於普遍性政策：每個老人只要是設籍在台

北市，滿足一定的歲數要求，都能夠領到一筆禮金。但是柯文哲市長取消禮金發

放，設立排富條款，只有中低收入戶以及原住民可以領取禮金，讓分配的資源出

現條件的限制，就具有針對性政策意涵。從希克斯補償原則的角度來思考，要讓

政策的受益方與受害方都滿意改革後的決策（羅清俊，2015），政策才能持續。

所以改革要成功，必須從其他地方補償這些資源被剝奪的一般老人，所以柯文哲

市長提出將預算移轉至建立完善的長照建設。從此案例中便可理解政府在設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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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政策中，設定政策規模上的難處。政策走向越接近普遍性政策，會造成資源密

度不夠集中，無法有效率的使用預算；相反，越偏向針對性政策，則是會引起資

源分配不均的反對聲浪。而本文則是嘗試利用「針對普遍性」的理論，以刪除重

陽敬老禮金個案為例，檢視政策規劃階段出現的問題，以及造成後續反對浪潮的

成因，對往後的分配政策設計與改革提供系統性的遵循方向。 

    本文想要徹底了解台北市政府在進行政策改革規劃時的決策過程，並以「針

對普遍性理論」來檢視，故採取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取得質化資料。訪

談對象抽樣選擇採用立意抽樣法的方式，由研究者依照研究所需，選擇合適的訪

談對象。本次訪談選取行政機關代表、民意機關代表、第一線執行單位以及學者

專家共八位對此議題熟稔的專家為訪談對象（請詳見表 2），透過他們在各領域

的專業，提供研究的素材並發掘表面觀察不到的面向。在訪談的過程中，本文選

擇採用半結構式的問卷，在訪談過程依訪談者的專業與研究需要隨時補充問題，

擴大訪談可用的資料。 

表 2 訪談對象 

類別 代號 職稱 

行政機關 A1 台北市政府主管職（業務：社會福利） 

A2 台北市政府主管職（業務：行政主管） 

A3 台北市政府主管職（業務：行政主管） 

立法機關 B1 台北市市議員 

第一線執行單位 C1 台北市里長 

學者專家 D1 教授（專長：高齡社會學） 

D2 教授（專長：分配政策） 

D3 教授（專長：地方政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Blumer (1986: 143-145)認為在進行實證科學的研究上，應當利用清晰的理論

對觀察個案進行檢視，並從中建立連結以發展新的理論架構。特別在公共政策的

研究上，政策目標與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大多清晰，所以對於公共政策的研究者來

說，需要更為「針對」的資訊來回答待答問題(Ritchie and Spencer, 2002: 305-329)。

作為探討台北市重陽敬老禮金刪除的政策個案研究，本文期待可以理解事件發生

的因果機制並連結行動以及理論來分析（湯京平，2015）。故此，本文透過「主

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的方式，搭配「針對普遍性」以及政策規劃流程的

概念做系統性的分析來達到研究目的。本文借重主題分析法的廣泛應用性和彈性，

但同時也會犧牲分析的完整性(Holloway and Todres, 2003: 345-357)。所以公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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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以及架構來增加主題分析法的可信程度成為近代質化分析的研究趨勢

(Nowell et.al., 2017:1-13)。在這樣的趨勢下，Braun 跟 Clarke (2006: 77-101)以及

Ritchie 跟 Spencer (2002: 305-329)對於主題分析法都提供了系統性的參考步驟：

1. 熟悉資料 2. 編碼 3. 搜尋主題 4. 檢驗主題 5. 界定主題 6. 組織，讓後續的

研究有固定的方向可以遵循。其中，在搜尋主題階段，特別必須確定主題的價值

性、內容豐富性以及範圍，確保主題的設定是依據資料而來，而非作者自己搜尋

主題來支持立場(Castleberry and Nolen, 2018: 807-815)。 

    在閱讀訪談逐字稿的過程中，本文首先將訪談資料依照搭配「針對普遍性」

理論，依照政策流程的時間點區分為三個時間段點：了解需求、決策過程與問責

機制，建立最基礎的分析框架。在本次的所有訪談中，受訪者針對重陽敬老禮金

被刪除的案例，多從重陽敬老禮金刪除的規劃（了解過程）、刪除重陽敬老禮金

的決策（決策過程）以及採行長期照護措施後的執行檢視（問責機制）三個政策

流程步驟來探討。而針對這三個階段，不同的受訪者有不一樣的觀察與視角。為

了更清晰的分析訪談文本，本文在三個主要的階段底下，再仔細編碼。而在編碼

完成之後，針對受訪者提出的概念作簡單分類，並且將相似的概念整理，以系統

化的理解受訪者欲傳達的訊息。 

    在了解需求的階段，主要可以分成重陽敬老禮金政策面臨的問題以及台北市

政府預期政策改變後的結果；在決策過程階段中，討論的方向為此政策要幫助的

族群以及當初決策時所發生的事情；而問責機制檢視則是聚焦評論目前長照政策

的優劣以及如何接收不同的意見來調整政策方向。而當編碼與分類完成之後，本

文會將概念內容與「針對普遍性」的政策指標（請參見表 1）進行比對，來檢視

台北市政府在刪除重陽敬老禮金決策過程中是否有達到「針對普遍性」理論，並

從中檢視政策後續發生問題的成因。 

表 3、概念內容 

階段 概念 概念內容 

了解需求 政策問題 重陽敬老禮金政策以及現在社會持續面臨的問題 

改變目標 台北市政府有別於其他縣市修改政策的主因、預期

看到的改變 

決策過程 平等意識 政策調整所要照顧的對象 

決策方式 方案決定的過程與政策評估的內容 

問責機制 檢視指標 目前長照的執行成效，檢視的方法 

調整方法 接收人民反應訊息的管道以及利用資訊的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13 

伍、重陽敬老禮金刪減決策過程分析 

一、了解需求 

1. 建立願景 

    從 powell (2012)提出的「針對普遍性」理論來看，政府在決策規劃時期應

執行基層的民意回收，來了解各個族群發展的機運與限制。並依調查結果設定

政策目標以及政策介入所預期達到的效果。連結至本文的訪談內容，在了解需

求的階段中，受訪者們談論兩個概念：政策問題與改變目標皆落入此指標內。

根據訪談內容，台北市政府在處理重陽敬老禮金時，考量的重點並非年長者的

需求，而是為了解決「非法定福利預算」編列浮濫的問題。審計部(2018)以及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在各項資料與場合中，對於各縣市非法定福利預算皆表

達地方政府需斟酌財力狀況來編列的訴求，避免出現龐大的債務負擔。而台北

市政府就是為了處理重陽敬老禮金這樣的非法定預算快速增長，可能在未來造

成巨大的財政夢魘，提前決定刪除預算。而這樣的改變顯而易見會出現反彈聲

浪，故市政府在壓力之下開始推動台北市整體的長期老人照護措施，以期化解

年長者對於福利被剝奪的不平衡感。 

（民國）100 年郝市長沒加碼，那時候發出去的預算是將近 2.5 億，郝市長

後來加碼，預估增加將近到 6 點多億。隨著老人人口增加，預算一定往上增

加……當初是基於預算各局處的通盤檢討，編列的合理性，提出這樣的方案。

（受訪者 A1） 

這個部分（重陽敬老禮金）刪減之後我發覺，老年人一般來講，對這個反彈

非常的大。這個他（柯文哲市長）一直很堅持，不要發。那這個過程當中，

反而會去注意老年人的生活部分，就是說要讓老年人能夠有另外的一個福利

的部分。所以他變成，中央的長照 2.0 剛好藉這個勢，那我們也這個時候用

長照推動，來把它讓這個系統慢慢的讓他成長。（受訪者 A2） 

    不過正是因為政策問題被界定為減少預算開支，所以台北市社會局在刪減

重陽敬老禮金時並沒有去執行基層的民意調查，了解受影響的年長者群體的狀

況，而是直接決定做內部的檢討來提出修正方案。這樣的結果就是不同背景的

年長者，對於重陽敬老禮金刪除改做長期照護設施有不同的想像。而此問題的

根本原因，其實就是不同族群、背景的年長者在社會上有不同的發展機運與限

制，所以對於政策的偏好程度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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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只有 5 年前 103 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可以抓到一點背景資訊。5 年也

變化很大，今年還有在做，依照老人福利法 5 年要調查一次。（受訪者 A1） 

有的里民來跟我說，我的生活並不在乎 1500 元，但是我在乎的是感覺，我

覺得有被市政府尊重到。這點就是有兩邊的聲音都有。有一些長者就說無所

謂，如果可以做其他的，就去做其他的。有另一邊的聲音就是，我就是不要

投給他了，把它取消掉我就不爽。但是你說這個東西為甚麼，如果你可以把

錢拿去做更多的事，對我們的里民何嘗不是一個福氣。（受訪者 C1） 

2. 尋求共識     

    從上述可得知，市府團隊調整此分配政策的目標為對預算進行重新調整，

但是首要考量並不是對於年長者照護需求的提升。再且，從現有的新聞資料中，

我們可以知道柯文哲市長從提出構想到宣布調整台北市重陽敬老禮金政策的

時間大約為兩個月，並在一年內就兩次大幅度的調整此政策，令年長者無所適

從，進而對政府失去信任並感到不滿。柯市長的政策調整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避

免政府預算一次性的浪費，將資源調整成長期照護設施。不過從上述事例來思

考，就能發現這短時間又僅止於內部討論的政策改變，並沒有與相關利害關係

者達成觀念的共識。故此，大多數的行政部門受訪者在回答刪除重陽敬老禮金

的政策目標時，多會從政策資源浪費的眼光以及市長意志傳遞的角度切入來看

待問題。但是相對第一線的執行單位或是較常接觸基層的議員就會從年長者的

需求角度切入。 

老人就好像被耍了，你叫我去開戶頭，說你重陽禮金以後用匯的進去，結果

開好戶了錢卻不匯進來。（受訪者 B1） 

我們市長（柯文哲）他可能對這個事情有另外一種角度去看待他，所以他決

定把預算做這樣的配置，可以達到他心目中的效益。那對我們來說，我們就

是說儘量的配合, 政策然後去宣導！（受訪者 A3） 

（長照資源）有前端，銜接後段。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擴大到比較多重的

照顧政策，多其他種照顧的面向。向我們社區在 00 公園（名稱保密），推輪

椅的長者非常多，真的多是失能，被照顧。這個要做的事情真的蠻多的。（受

訪者 C1） 

    根據上述訪談內容與敘述，台北市政府選擇調整重陽敬老禮金的目標立意

良善，主要願景就是可以更有效的運用政府資源、建立長期的照護措施。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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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願景受到部分年長者的質疑，引發紛爭。綜觀這項政策的決策過程，在未

建立共識、了解不同年長者的政策偏好的情況底下，推出來的新政策若不能達

到年長者的需求，彌補他們損失 1500 元的效益，自然就會出現反彈的聲浪。 

    Lindblom (1959: 79-88)認為政府在進行決策時，會先把所有可行方案的成

本、效益、影響……等客觀資訊列出，但是在最終決策首長還是會最大化他心

中的政策價值。而最大化個人政治理念來調整客觀的政策排序，這是民主社會

賦予政務官的權力，但是在調整的過程中，政務官必須拿出足以說服人的證據

來支撐自己的論點，並對於承擔調整所引發的所有問題。在民間反彈壓力巨大，

但是政府堅持己見的話，市府首長理所當然要背負可能的政治責任。從 2018

年台北市市長選舉就可以明顯觀察到，其他候選人皆提出重發重陽敬老禮金的

政見，但是不論是支持方或是反對方，皆沒有拿出重陽敬老禮金或是長照政策

效益的證據來說明此政策的必要性，並不符合「針對普遍性」原則追求證據性

決策(evidence based policy)的理念。一部分人堅持重陽敬老禮金沒有排富效益

不高，另一群人則是認為台北市民對於長照政策的知情率與使用率不符合預期，

雙方難有理性討論的材料與焦點。 

那事實其實我曾經要求他要把 7 億用到哪裡講清楚，比如說你要敬老卡的

480 點，事實上（市政府）預算只編了 1213 億，但事實上要 25 億才算編

足。他就是吃定你不會有那麼多老人去搭公車搭捷運。所以他編了 1213 億，

是夠的。（受訪者 B1） 

你要讓人家有效的理解，財政條件跟政策福利系統是什麼，這個政策是排在

哪裡？你是不是按照這個排列順序去執行？還是你只是你個人的感受然後

提出來。然後有沒有透過政策遊說或是專家分析，否則的話這個就是政治決

定。……公共治理的價值就是說，這是一個過程，你必須要做，你可以選擇

你的理念：不按照專家評估的去做，那你要負起你的政治責任，人家攻擊打

擊你，你要承受。你是民選，可以決定，但是你要負這個政治責任。（受訪

者 D3） 

二、決策過程 

1. 平等意識 

    以學理角度來觀看，分配政策最理想的設計就是「針對性」，讓政府資源

最大化的幫助最需要幫助的族群。但是「針對普遍性」中的平等意識很務實的

理解到，在現實的立法過程中由於需要過半數的支持，所以很難通過真正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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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方案，就算能夠通過，社會上其他族群也會因為外部的衡平性，對於獲得

利益的弱勢族群進行攻擊。故此，「針對普遍性」才認為真正好的分配政策不

單單要保留針對性的概念，也需要納入普遍性的思維，讓社會是能獲得福祉的。

故此政府了解完人民需求後，進行決策的的過程，「針對普遍性」理論期待決

策團隊是可以抱持著「讓全體社會獲得利益，並且讓最弱勢的族群獲得最多利

益」的平等意識，並根據每個政策擬訂出一套平等指標。並根據指標與邀請利

害關係團體進入決策場域討論，來設定此政策的確切規劃。 

（問：從學理上來說，針對性或是普遍性政策，政府應該採取哪一項？）理

性來說就是 target，就是 mwc（最小獲勝聯盟）。……需求是連續性變數，

不是 yes or no，你有需求我也有，但是可能你的需求量比我高。所以回過

頭來我會站在 mwc 跟 universal 中間，會站在中間，但是那會是很痛苦的決

定，你那個點要設在哪裡會很難，會很難決定。 

    首先，從刪除重陽敬老禮金的角度來思考，台北市政府並沒有顧及年長者

的利益，反而讓世代對立等問題開始發酵。Schneider (1993: 334-347)把社會階

層依照權力大小與社會架構好壞分為四群，並認為對於依賴族群(Dependents)

而言，政府會想要滿足他們的需求，但是由於他們缺乏政治權力，所以他們對

於政策的設計沒有主動權，所以即使議題是需要政府積極介入的，政府常常會

選擇象徵性或是瑣碎性的政策工具。在此情況之下，依賴族群會獲得政府的政

策利益，但是由於缺乏主動權，沒辦法提供對於公共利益友善的政策論述，所

以常常會造成汙名化以及標籤化，讓他們無法提升社會地位。 

表 4、社會架構分類表 

      社會架構 

 

權力 

 正面 負面 

強 強勢族群(Advantage) 競爭族群(Contenders) 

弱 依賴族群(Dependents) 越軌族群(Deviants) 

參考資料：Schneider(1993: 334-347) 

    而一年 1500 元的重陽敬老禮金就屬於屬於 Schneider 所述的象徵性政策，

而此政策又正好屬於非法定社會福利支出，讓地方政府在調整此預算時有較大

的裁量空間，可以根據縣市自身的財政狀況調整給付的方式與金額。不過也是

因為如此，各縣市的重陽敬老禮金就如許立民社會局長在新聞所說：「選舉期

間很多政治人物都狂開社福支票。（邱瓊玉，2015）」大多數的年長者並沒有辦

法加入決策圈參與討論並且表達自己真正的需求，不論是取消或是增加重陽敬



 17 

老禮金都是政府內部研議的項目。這樣的情況就讓 1500 元重陽敬老禮金的被

社會大眾污名化，與「貪得無厭」、「變相買票」、「債留子孫」……等負面詞彙

連結，而因為年長者缺乏發聲的管道，讓社會反而聽不到他們背後的需求以及

思考的脈絡。年長者拒絕接受政策改變，很多都是因為真的需要這筆錢、長照

政策用不到、缺乏尊重感……等因素，但是如果這些聲音並沒有被妥善的在決

策過程中被聽見，他們自然對於這樣的政策修正自然會有反彈的聲音，但同時

也被社會大眾貼上浪費資源的標籤。 

目前這個政策（刪除重陽敬老禮金，改採長照設施），叫做「酒醉固定人（台

語）」：有些滴酒不沾的人就是滴酒不沾，而每天喝醉的還是每天喝醉。意思

就是都是同一批人去吃香喝辣，沒有吃香喝辣的就永遠不會吃到。這叫做福

利的不均勻布點。（受訪者 B1） 

來參加的人四肢健全都會來參加，你讓人詬病的就是我本來就沒參加或是不

方便，這個問題對這個政策有所打折扣。……每一個政策，看你得到的利益

是多還是寡？那像是台北市政府有一些公車票價補助。一樣，如果政府這樣

做，你沒有享受到會抗議，但是市政府就是有這個政策。（受訪者 A2） 

    不過在本次訪談的概念中，受訪者對於「平等意識」的概念多從長期照護

系統的角度思考，希望政策改變能改變台灣過去對於養老的錯誤認知，希望能

夠提高年長者開始臥床的年限，延長老人可以自主照顧的時間。Rowe 跟

Kahn(1987,1997)提出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eing)一詞，認為人類身體機能退化

不僅受到年歲增加的影響，有許多外在因素也同時會影響人體老化的速度。他

們利用避免疾病、積極參與與維持認知與身體功能這三項指標來檢視年長者是

否有達到成功老化的境界。在避免疾病這項指標上，除了期待老人沒有疾病外，

更希望能消除產生疾病的所有因子；而積極參與則是分為人際關係以及生產能

力兩大部分來檢視；維持認知是看重年長者的語言能力、記憶力、自我效能

感……等，相對的身體能力就是注重年長者的四肢運動以及平衡感。 

    WHO (2002)遵循這項概念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希望年長者可以

透過最佳化他的身體狀況、參與社會以及安全措施來提升老年生活品質，而各

國政府理應制定相關政策來幫助年長者達到這項目標。在健康面上，WHO 期

待政府要減少發生使年長者慢性疾病的因子，降低老人對於醫療資源的依賴，

對於需要醫療照顧的年長者，政府則有義務提供方便且全面的照護體系；在參

與面上，政府則是要支持年長者對社會做出貢獻，不論是以員工或是志工的形

式，要盡量避免老人參與受到歧視。在安全面，則要注意年長者的身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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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安全與經濟安全，適時利用家庭或是社會網絡來彌補政府政策的缺口。歐

盟為了測量各國的活躍老化程度，提出四項重要的檢測指標(active ageing 

index)：老年人口的就業情況、社會參與、獨立安全的生活與促進活躍老化的

社會環境來幫助各國檢視自己的養老政策。 

    而台灣本土對於老人關懷的實證研究上，過去多囿於從單一面向，特別是

老人身體健康的問題切入進行研究（徐慧娟，2003: 252-260），然而現今已有

多位學者從社會面向、健康面向、家庭面向等多角度全盤檢視老人老化過程（張

麗芳，2008: 9-14；林麗惠，2006: 133-170；連雅棻，2007: 161-178）。而劉曉

雲（2012: 83-92）認為老人需要親朋好友的關懷，透過相互關係產生的信賴增

強生活的力量。陳正芬（2017: 121-129）則從活躍老化(active aging)的概念切

入，期許老人應該要積極參與各種公共事務，而政府也應該制定相關政策來維

持老人的心理健康。透過社區養老，可以形塑友善的環境，讓老年人不被歧視，

並且透過社區參與，來維持老年人的身心靈健康（呂寶靜，2012: 90-96），是近

代政府制定養老政策的方針。而刪除重陽敬老禮金後採行的長期照護設施就是

奠基在以上的學術理論與實證文章，期待透過政府的力量讓年長者融入社會，

走出家門。這樣的政策鼓勵，就是希望年長者在人生的後半階段仍可以與他人

建立友誼、出門運動以及接受新的生活刺激，來減緩身體老化的速度，避免過

早進入需要照護的階段，造成政府以及家屬財政以及心靈上的負擔。 

但是我們過去的福利政策、補貼政策都是病老殘窮才在做的，那所以前端的

照顧就是柯文哲最近要讓老人有更好的心情，增加他有一些社群的接觸，可

以用悠遊卡騎腳踏車不用錢，像這種就是環境支持，我不要等到病老殘窮才

在照顧你，想辦法要把你讓你每天都讓你在外面活蹦亂跳，讓你到真正不行，

躺到床上來後，真正的不行，時間要把它縮到最短最好。（受訪者 D1） 

以現在來說 45 萬的老人已經佔了台北市人口的 17.19%，那 17.19%，眼看

著三年後 2021 年台北市就會進入超高齡社會，那超高齡社會就是五個人就

有一個是老人。就是說趨勢一定會發生，未來可能會走到 30,40%高齡的趨

勢。在老人群體裡面，長照都以 12.7%當成是一個失能的人口數。相對的

83.7%是比較健康的老人，我們的策略就是讓他活得更健康。北歐就是躺在

床上是 8 年，他們希望能夠躺在床上是 2 週，臥床時間不要這麼長，台灣大

概 7 年，我們是希望健康的時候，延緩老化、活躍老化，不要太快失能。（受

訪者 A1） 

    這樣的政策規劃，就是要讓社會擔當起照顧年長者的責任，不再將照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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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老人作為單一家戶內的家務事。這樣的政策推動有助於減輕家庭心理與經濟

壓力，避免出現經濟弱勢導致健康弱勢，而後又因此導致下一代的經濟弱勢所

形成的惡性循環。對於整體社會而言，藉由社會以及家庭的力量來協助老人適

應社會，可以有效降低各種補助政策，讓社福預算產生更大的效益(Hooyman 

and Kiyak, 2011)，減少政府在失能照護上的預算支出，同時又多照顧了佔大多

數的健康年長者。由此可看出，長期照護設施有達到「針對普遍性」原則中的

平等意識，讓社會全體獲利，但是讓社會弱勢者獲得最多的利益。不過該如何

真正照顧到健康的年長者成為政策轉變是否成功的主要課題。Baltes, P.跟

Baltes, M.(1990:22) 的 SOC 模型認為在年長者年紀越來越大後，會喪失基本的

身體機能，為此能夠做的事情也會減少（選擇）。但是透過作更少事情，可以

把事情做得與年輕時的效能一樣、甚至更好的補償行為，進而達到簡約有效的

生活型態。故政府在設計年長者福利政策時，應考量到此部分，考量到不同族

群老人的身體狀況與需求，提供不同的政策方案，以促使年長者達到成功老化。

但是目前整體的長照設施設計太過僵化，對於不同狀況的老人沒有徹底了解不

同的需求，造成資源運用上的不完整。 

給你電子錢包，也可以說逾期不續存，這個月你沒有用得下個月不累積。這

樣政策就比較標準跟完善。你可以讓我多元使用，我沒用公車就可以去買老

人便當，買假牙漱口水，去做假牙清潔，買老花眼鏡，跟老人有相關的東西，

這樣政策上比較完整。（受訪者 B1） 

他來參加的人四肢健全都會來參加，你讓人詬病的就是我本來就沒參加或是

不方便，就有對這個政策有所打折扣。在這一部分，我們跟里長會考慮到，

里長本來你老人共餐就是要有固定地方，來這裡吃。結果里長也有想出一個

方式，可以來打飯就回去也沒關係，這種就是說里長要願意，因為有時候社

會局補助一個人只有 40 元，實際上不夠，里長本身要用其他資源加進去……。

（受訪者 A2） 

2. 政策目標的理解 

    「針對普遍性」理論認為在此指標上，執行團隊是能夠理解政策的政策目

標以及背後的平等價值，並具有相關的能力達到平等指標的要求。不過在本次

的訪談過程中，鮮少有訪談者主動討論政策背後平等價值的主題，即使筆者主

動提問相關問題，受訪者大多以行政一體或是市長意識的概念來做回應。故此，

在此部分，本文無法針對行政部門是否對於政策背後的平等價值有深度的了解

進行回答。不過相對來說，行政機構對於政策目標相當熟稔，重陽敬老禮金的

政策流變以及細節都能迅速做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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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市府裡面都是一貫的，大家都是相通的。現在是外界完全不能認同（受

訪者 A1） 

3. 多元意見 

    「針對普遍性」強調分配政策必須貼近人民需求，故此如何收集各族群民

眾的意見成為主要課題。在實務操作上，納入多元團體進入決策圈積極討論來

消除政府與民眾間的認知落差是最好的方式。連結至本次訪談概念，在決策過

程中，多位訪談者表示在此政策上，僅有通過社會局的內部研議，配合上級長

官的意志，擬定了三個可行的調整方向：回到郝市長前期的發放標準、只發中

低收入戶年長者以及全面取消三種方案。在選擇方案的過程，沒有加入外部團

體討論，相關單位可以參考的資料甚少，對於真正的目標族群並沒有深入了解。

在此情況下，就難以做到政治面、社會面以及經濟面的宏觀分析，只能依專責

機關對於政事的理解來做漸進式的調整，讓政策出爐就造成衝突。 

（問句：當初有什麼外部團體加入或是參考了什麼輔助資料）沒有沒有。（受

訪者 A1） 

開會時沒有政策效益的書面資料參考。（受訪者 A2） 

配合領導者的意念，我們就提出可行性分析，那說要刪除，那我們當然不會

全部刪除，我們就說漸進式的，先回歸 1500 或是先全部刪除，或是保留給

弱勢，就是給可行性方案給長官裁示……比較欠缺的就是政策性、政治性評

估。政策出來，他可能要從社會面、政治面、經濟面評估，當初可能缺乏政

治跟社會面的評估。（受訪者 A1）    

三、問責機制 

1. 指標設計 

    當平等意識經過多元討論確立後，政府理應利用平等意識建立長期目標，

並設計適合的指標來減核政策是否有遵行長期目標在運行。不過在重陽敬老禮

金刪除的政策案中，如上所述，政府並沒有納入多元團體進入討論，更沒有設

立長期目標，故然不可能會有相對應的指標出現。在訪談中也並沒有任何受訪

者提到此部分。 

2. 檢核指標 

    「針對普遍性」政策強調政策實行後，必須要有一定的檢視方式。而最重

要的就是政府必須將政策施行的資料公開，並以決策過程中訂下的指標去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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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進度，從中發現問題。而針對這項問題，政府需要重新了解民眾需求，反

覆遵循「針對普遍性」政策概念，讓政策決策兼顧公平與效益。結合重陽敬老

禮金刪減的案例來看，目前台北市社會局老人福利科的政府公開程度仍顯不足，

相關的長照政策使用人次或是各區補助金額皆沒有在政府網站上公布。其中包

含刪除重陽敬老禮金的 7 億元，如何被使用，在市政網頁上並沒有相當清楚的

交代，需要民眾自行比對預算書，這點在資料使用的友善度上略顯不足。不過

目前台北市政府以「臺北市福利健康地圖」網站，利用 GIS 的方式讓民眾了解

長照據點的分配狀況。而市政府在民國 104 年更是成立「土地緊盯小組」，利

用這項 GIS 系統分析閒置土地附近已有的福利據點、人口概況……等必要資

訊，讓社會局可以更加理性的選擇閒置土地應該建置的設施（台北市政府，

2015）。但是目前此系統的決策過程以及整套系統並未對外公開，是較為可惜

的一部分。 

這個（重陽敬老禮金刪除）實施下來，老人也怨聲載道，市政府也沒有提出

一個完整具體把 7 億拿到拿裡搬到哪裡，鉅細靡遺地寫清楚。（受訪者 B1） 

其實現在資料加值的情況，那個並不好。我幾個朋友做不同縣市政府 open 

data 品質，有很多資訊都是外包，資料結構很複雜，不知道怎麼使用。（受

訪者 D2） 

假設現在有一個閒置空間，要社會局評估要給兒童或是婦女使用，就可以從

系統裡面方圓 500 里有沒有相類似的資源存在。如果有就不要浪費，如果

沒有就可以拿下來好好做規劃。這個就是很重要的參考指標。例如裡面已經

有 5,6 個據點，就不要爭取，因為老人就重複，資源就重複了。（受訪者 A1） 

    在指標檢視上，柯文哲市長在新聞中不斷強調這次政策轉變的主要意識，

希望減少一次性的政策浪費，以長期照護設施取代，用社會的力量照顧年長者。

雖然政策目的明確，同時也具有平等意涵，但是相關單位並沒有針對此意識做

出指標檢核的規劃。故此，多位受訪者在回答政策長期規劃或是指標設計等相

關問題，都無法明確回答。政策修正主要是依靠里長、區公所或是民眾直接的

民情回報，缺乏宏觀的政策修正架構，侷限了發現問題的眼光。 

（問句：請問市府有下達任何長照政策端中長期的目標嗎？）並沒有這樣的

指示，只是說像譬如說有老人共餐、有這個長青樂活遊台北，都是這個政策

改變之後所延伸出來，這些當然我們只能夠跟里長做推廣，但是也要里長幫

忙。（受訪者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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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一些機要秘書、局長我們有私人的 Line，有事情我會提醒一下，或是現在

有什麼事情，大家在討論什麼，意見比較大反彈的。……市長心裡有底啦，

他要做這麼大的決策，都有正反面，我是把基層反映給他。（受訪者 C1） 

    在加上從柯文哲市長從各場合的新聞發言上都可以明顯地看到，這項政策

調整是市長意識貫徹下的產出。從政策快速通過的現象，也可以察覺到市長對

於財政改革的決心，所以就算里長、議員們透過各種管道陳情意見，仍不見整

體政策有重大調整。對於年長者的需求就沒有普及性的顧及，調整的腳步跟不

上民眾抱怨的聲浪，造成政策調整面臨危機。 

四、綜合分析與評論 

    本研究從「針對普遍性」的三個面向：「了解需求」、「決策過程」與「問

責機制」來檢核這次政策轉變的結果。刪除重陽敬老禮金後，社會上出現了世

代不平衡、對年長者的負面評論、政策論辯缺乏交集、長照設施使用率太低……

等問題。在理論與實際訪談的相互驗證之下，我們發現到上述的政策問題，都

是由政策規劃時的不周全的程序所導致的（請參見表 5）。若是進一步思考這

些政策問題的成因，就會發現公共政策的規劃、執行與檢視就如同流水一般：

如果在政策規劃（政策上游）就沒有考量周全：沒有證據掌握民眾需求以及政

策目標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沒有共識的情況之下，又沒有納入外部團體進入決策

過程，共同制定平等指標與政策細節的話，在政策實施（政策中游）時，必然

發生政策無法滿足受標的族群的需要、獲得利益團體遭受社會污名化……等問

題。而在執行檢視（政策下游）也會因為缺乏平等指標而無法有效的檢驗政策

的成效以及提供未來調整的方向。 

表 5、理論與政策期待 

理論

面向 

理論期待 實際情況 後續影響 

了解

需求 

透過調查，理解人

民需求來設定政策

目標 

並未進行調查，政策目

標的想像與民眾不一致 

對於各族群年長者的

偏好與需求無法掌握 

以調查證據為本，

積極溝通，建立共

識 

決策以預算眼光進行分

析，缺乏政策性或是政

治性評估 

缺乏證據來佐證政策

效益。支持與反對方

意見無法交集 

決策

過程 

平等意識納入政策

考量 

在刪除重陽敬老禮金

上，並未考量反對者的

擴大社會不公平，造

成部分族群被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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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執行人員具有平等

意識 

訪談未觸及此部分 - 

加入外部團體討論 並無加入外部團體討

論，聽不到使用者的聲

浪 

政策缺乏外部聲音，

未能全面。 

問責

機制 

設計指標來檢核 沒有相關指標 無法針對現行政策進

行檢討 

公開資訊讓人民幫

忙監督，確保政策

意見多元 

資訊友善度不佳，政策

修改意見來源單一 

政策無法依據民眾真

實需求進行修正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綜合訪談資料與理論驗證（請參見圖 6），市政府在選擇刪除重陽敬老禮

金時的出發點並非以照顧年長者出發，刪除非法定預算來節省開支的概念實施

前也並未在社會上積極與民眾討論。同時，很短的決策過程中沒有讓相關老人

團體進入討論，對外也沒有相關的政策評估證據來說服民眾，讓市政府想要達

成的財政縮減意識與年長者福利被剝奪的憤怒出現摩擦，而且同時市府將重陽

敬老禮金的定調為「政策買票」，反而忽視有些年長者偏好禮金的思維，讓這

次的政策轉變醞釀相當大的反對聲浪。也因如此，此政策從實施以來一直到

2018 年的市長選舉，支持方與反對方出現劇烈的紛爭與辯證，甚至引起世代、

區域不平衡的問題，不過各陣營皆缺乏證據佐證論點，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間的

矛盾。而柯文哲市長選擇將刪除後的經費轉為建設長期照護設施，從「針對普

遍性」的概念思考，是具有平等意識，同時也是目前世界各國的養老政策趨勢。

不過市政府並沒有根據政策目標制定相關長期規劃以及檢核指標，導致整體政

策並有效的評估工具，政策也無法根據實施結果來依照不同年長者需求做調整，

使得許多年長者並未享受到政策轉變後的福利措施，進而期待回到過去普遍性

的重陽敬老禮金。 

 

圖 6、政策改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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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陸、分配政策架構選擇與解決方案 

    綜觀此次的重陽敬老禮金案例，仍然不能跳脫分配政策的價值問題：針對性

或是普遍性的政策設計選擇。此次的政策改革就是期待將普遍性政策轉為針對性

政策，但是卻不被年長者同意所引發社會紛爭。若從宏觀的視角來思考，政府對

於普遍性的政策支出（假設為 U）會大於針對性的政策支出（假設為 R），在此

思考脈絡下，政府理所當然地會想選擇針對性政策。可是選擇針對性政策的額外

成本就在於如果針對性的政策並沒有真正達到人民的需求，就會出現民眾抗爭，

傷害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假設為 c）。所以在兩者間的支出差距不大的情況下，政

府理性上不會想要承擔社會成本，故會選擇普遍性政策；而從人民的眼光思考，

針對性政策可以獲得的利益較大，因為參與分配資源的人數較少（假設參與分配

普遍性的人數為 a、分配針對性政策的人數 b）。但是人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

分配利益的族群裡面，所以為了確保利益，反而會選擇普遍性政策。在此分配政

策的選擇架構下，普遍性政策對於雙方來說都是最為合理的方案，但是對於整體

資源的利用極不具效率。而在重陽敬老禮金案例中，則是政府認為兩種政策支出

的落差過大，迫使台北市政府承擔必要的社會紛爭成本，來修改政策。  

表 6、分配政策選擇架構 

 人民想要 

政府提供 （政府,人民） 普遍性政策 針對性政策 

普遍性政策 （U, U/a） （U, U/a） 

針對性政策 （R-c, R/b） （R, R/b） 

    從社會整體效益的觀點去思考，若分配政策的制定可以落入第四象限（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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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 6），對於整體政府資源的利用是最理想的。從以上推論可以發現，大多數政

策會落入第一象限以避免衝突，而少部分的政策會落在第三象限來降低政府財政

支出的重要原因其實是因為資訊的不對稱，出現當事人-代理人理論(Principle-

agent theory)問題(Stevens, 1993)。政府並不了解人民的需求，固然會選擇選擇風

險小的普遍性政策來避免社會紛爭，而人民也不清楚政府的政策內容，因此就選

擇普遍性政策來保證政策利益。故「針對普遍性」原則中的「了解需求」階段就

是期待增加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達到政策目標的共識。當此共識形成，政府

便可以在避免出現紛爭的情況之下，選擇讓資源更有效運用的手段；而人民也因

為理解政策的內容，了解政策是可以促進全體社會的福祉，而願意選擇獲利較多

的針對性政策。簡而言之，「了解需求」階段作為政策規劃的第一步是至關重要

的，唯有消除政府端以及人民端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問題，才能制定出兼具公平與

效益的分配政策。 

    若再仿效 Curren et.al.(2016)結合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與「針對普遍性」

的架構來觀看這次台北市的政策改革，更可以發現台北市政府在理解社會需求上

的封閉性，以致於採行的政策無法達到預期期待的效益。從圖 7 中可以發現政府

是否有達到社會需求會是影響此策略是否能夠達到期望結果的重要因素。如果年

長者對於長照需求的滿足無法妥善彌補影響因素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這項政策的

執行不僅會引起年長者激烈的反彈，更會因為未達到年長者的需求，讓預算轉移

至的長照系統無法被的應用，造成另一種資源的不完全燃燒。 

圖 7、政策邏輯模型 

 

架構來自：W.K. Kellogg Foundation, 2004 

    所以在調整或是設計一項公共政策時，有沒有正確界定政策問題會是政策是

否能夠達成目標的關鍵因素(Patton, Sawicki, and Clark, 2013; Bardach, 2012)。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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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如果政府界定的政策問題與政策受益者的需求相符的話，政策所遇到

的阻礙相對而言就會減少。而刪除重陽敬老禮金政策遭遇到的難題，最根本的原

因就是政府想像的是減少財政負擔，但是年長者期望看到的是自己的老年生活被

照顧與尊重。而「針對普遍性」理論所強調在政策規劃初期，應該執行基層的民

意調查，理解各族群的需求曲線、在決策過程中要納入外部團體以及政策檢視時，

要釋出資料讓民眾幫忙檢驗都是提醒政府在政策的不同階段，都必須要一直重新

審視政策問題與民眾需求一致的重要性。而民眾需求的部分，「針對普遍性」政

策不僅是強調政策要能創造社會福祉，更重要的是必須注重社會發展受限的弱勢

族群。如果台北市政府在規劃初期，能夠執行年長者需求的探尋，將大多數年長

者的需求納入長照建設中，就能大幅度地降低政策衝突，也能夠一樣達到台北市

政府預期減少非法定預算的成效。 

    不過要理解利害關係者的需求曲線並非一件易事，過往公共政策學者多期待

政府在開始評估新的政策計畫時，能利用文獻檢閱、深度訪談、焦點座談、問卷

調查……等評估工具(Sanou et al., 2011: 303-315)來做初步的分析。以上的研究方

法各有各的利弊，不過共同的缺點就是沒辦法測量出不同族群對於政策偏好的取

捨關係(Trade-off)，對於不同人民對於政策的偏好較難以掌握，只能理解人民對

於單一政策的滿意或是反對的程度，無法釐清到底是哪項政策因素或是個體條件

對於政策偏好產生顯著的影響(Ebdon and Franklin, 2006: 437-447)。技術上的限制

讓現今的政策設計無法針對不同族群的需求與限制進行設計，讓真正平等意識的

政策無法實現；或是政策意見多聽從與政府「接近」的利害關係者，讓政策資源

無法均勻散佈。故此，提出新的民意搜集方法幫助政府尋找人民對於政策的偏好，

來降低互相之間的資訊落差成為落實「針對普遍性」理念的必要途徑。 

柒、多因子實驗調查法的應用 

一、多因子實驗調查法的介紹 

    多因子實驗調查法(Factorial Survey Experiments)（或稱情境實驗調查法

(Vignette Survey Experiment)）源自於 Rossi(1979)，他認為人類是透過自身大量的

背景因素來做出決定或是評斷一項價值。而多因子實驗調查就是在這樣的假設之

下，透過調查的方式去了解哪些重要的因素會影響人們做出最後的決定。而過往

的民意調查，難以將對於人類做決定的影響單一的抽離開來，但是透過實驗法的

方式，我們可以將因子建構成為矩陣型(orthogonal)，避免兩個因子在真實世界中

太過於接近，甚至被受測者認為是相等的，出現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

問題(Rossi and Anderson, 1982)。除此之外，由於多因子實驗調查法是透過情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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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去調查受測者對於事件的看法，在處理像是態度或是行為等抽象的問題上，

可以用比較具體且給予細節資訊的方式來幫助受測者回答問題。而透過這樣的方

式，也可以將敏感性的問題暗藏於細節之中，避免受測者出現社會期許效應

(Social Desirability)(Alexander and Becker, 1978:93-104)。 

    在多因子實驗調查法中，矩陣性(orthogonal)與平衡性(balanced)是兩個檢驗

此實驗法效率的重要指標。矩陣性是指每個因子都能夠被獨立測量，平衡性則注

重每個因子的維度出現的機率相同(Kuhfeld, 1997)。換句話說，在多因子實驗調

查中，達到完全矩陣性與平衡性的因子設計，就可以測量每個因子獨立的影響程

度。但是在實務應用上，很難真正設計出一個完美的因子設計，因此我們只能追

求讓每個因子影響程度的標準誤最小。因子影響程度的標準誤為 σ2(X’X)-1，σ2 為

一個固定的常數，所以影響標準誤的就剩下(X’X)-1，而從上也可以推論出，影響

標準誤的唯一因素就是我們輸入的矩陣(X)，所以在實驗設計的階段，我們就可

以預先知道此實驗的誤差程度(Kuhfeld, 2010)。而為了讓各個我們放入的矩陣，

可以比較其矩陣性與平衡性，過往研究利用三種方式來測量實驗設計效率

(Design Efficiency)。A-efficiency 是利用計算特徵值(eigenvalues)的算術平均數

(arithmetic mean)函數來測量；D-efficiency 則利用計算特徵值的幾何平均數

(geometric mean)函數；G-efficiency 則是最小化最大的預測標準誤(Borkowski and 

Elsie, 2011: 468-477; Kuhfeld, Randall and Mark, 1994: 545-557)。根據以下公式，

以 D-efficiency 為例，如果我們放入多因子實驗調查的矩陣是完美的矩陣性且平

衡性，則 D-efficiency 會是 100，而越接近 100 則代表實驗設計的效率越高。 

圖 8、實驗設計效率公式 

A − efficiency = 100 ×
1

𝑁𝐷𝑡𝑟𝑎𝑐𝑒((𝑋′𝑋)−1)/𝑝
 

D − efficiency = 100 ×
1

𝑁𝐷｜(𝑋′𝑋)−1｜
1/𝑝

 

G − efficiency = 100 ×
√𝑝/𝑁𝐷

𝜎𝑀
 

ND =實驗設計規模（實驗跑的次數）、X =矩陣、p =因子數 

    目前在應用多因子實驗調查時，多選擇 D-efficiency 為衡量的標準。主要的

原因除了計算方便與快速之外，兩個 D-efficiency 的比率不隨編碼不同而改變也

是常被拿來使用的原因之一(Kuhfeld, 2010)。目前有相當多統計軟體像是 SAS 的

%Mktex 或是 R 的 DoE 皆可以幫助我們計算 D-efficiency 以及因子在每次測量的

排列順序(Aizaki, 2012: 1-24)。透過這些演算法的使用，我們只要輸入原始的因子

矩陣以及預計的實驗規模，電腦就會根據上述條件計算出所有可能的排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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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中尋找出 D-efficiency 最高的組合。而這樣的方式可以有效的幫助我們提高

實驗測量的效率並大幅減少需要受訪的人數(Auspurg and Hinz, 2015)。 

    多因子實驗調查在社會科學領域，因為受訪者填答的多為連續變項，所以通

常使用簡單線性回歸(OLS)來進行分析(Auspurg and Hinz, 2015)。在多因子實驗調

查法中，我們為了要精準知道每一個因子的影響程度，所以每個因子間應該要是

獨立的。在 D-efficiency 足夠高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確保每個因子都是獨立被計

算的，但是受訪者中特性的相關(interrater correlation)會破壞此方法的重要前提。

Wallander(2009: 505-520)分析 1982 到 2005 年使用多因子實驗調查法的文章後發

現，在有處理此問題的文章中，使用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HLM)

或稱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s, MLM)的最多。在階層線性模型中，第一層則

是各個因子對於依變數的影響(L1)，而第二層則是受訪者特性對於因子的影響

(L2)。透過這樣的設計與運算，對於將總體與個體的誤差項分離出來，以增強統

計上的顯著性（郭志剛，2016）。 

𝑌𝑖𝑗 = 𝛽0𝑗 + 𝛽1𝑗𝑋𝑖𝑗 + 𝜀𝑖𝑗 (L1) 

𝛽0𝑗 = 𝛾00 + 𝛾01𝑍𝑗 + 𝜇0𝑗            

𝛽1𝑗 = 𝛾10 + 𝛾11𝑍𝑗 + 𝜇1𝑗 (L2) 

二、如何應用多因子實驗調查法 

    過往的經濟與財政學者多利用預算分配調查(Budget allocation survey)來理解

人民對於預算分配的偏好(Schla ̈pfer, 2017: 258-280)。在調查的過程中，受測者可

以不斷的微調預算分配，而當受測者調整到他認為的最佳預算分配時，就利用最

終結果理解他們各自的政策偏好(Denzau et al., 1977: 306-312 ; Pendse and Wyckoff, 

1976: 919-930)。Strauss and Hughes (1976: 191-204)則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設計調查

實驗來探究人民對於公共財的需求。作者先讓受測者理解政府目前的預算分配，

並在有基礎認知情況下，給予受測者籌碼(coupon)來調整現有的預算分配，以測

量人民對於政策的偏好。而 Bonica (2015: 1-9)則是善用網路調查的方便性，設計

互動式的預算調整調查(interactive budgeting questionnaire)，以現有預算總額為上

限，讓受測者自由調整預算分配。不過這樣的測量方式仍僅釐清人民對於政策的

整體偏好，但是民眾決定政策偏好並非是由單一因素所影響(Stimson, 2012: 23-

34)。換而言之，唯有更細緻地理解哪些重要的因素會影響人民看待預算配置的

思維，執政者才可以徹底了解不同族群在政策執行下的影響與衝擊，在政策設計

階段就能平等的分配資源。再且，人民偏好容易受到短暫事件所影響（陳義彥、

蔡佳泓，2016），故若僅詢問受測者當前對於政策的偏好，研究結果難以客觀（許

漢，2010: 1-39）。故此，本文將借鏡過往的預算分配研究的成果，結合多因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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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調查法利用創造情境的方式，讓受測者在不同情境下做衡量，嚴謹評斷政策需

求。此外，透過情境的調整，本文也可以了解影響人民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與其

影響的強度，幫助政府獲得台北市不同條件的年長者中，對於政策偏好的差異與

不同的需求，以期待提供政府更好的施政方向。 

捌、模型設計與量化分析 

一、情境變項指標設定 

    在多因子調查實驗法中，情境指標就是會影響受測者對於題目回答的重要變

項。而本文從先前的質化訪談與過往文獻中，釐清出可能會影響仍有活動能力的

年長者對於政策偏好的可能因素。其中 Rowe 跟 Kahn(1987,1997)在成功老化

(successful ageing)中就特別強調年長者的身體狀況、社會支持以及心理健康對於

老化生活的影響，往後研究在此基礎上發現經濟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年長者

生活（陳靜怡，2014: 35-50）。故此，本文在其中設計小孩與居家照護員變項，來

探討心理健康對於政策偏好的影響；而年齡、身體狀況則是偏重生理健康對於政

策偏好的影響。不過本文的受訪者觀察到女性比起男性更願意接受新的政策，而

是否意識到政府財政問題也對於人民使否接受改革有影響。由此，本文選擇 7 項

變項，並在其底下設計 2 至 5 個級距來組成調查情境。不過在情境組合的過程

中，難免會出現太過於超乎常理的情境，進而混亂受測者判斷(Auspurg and Hinz, 

2015)，故本文選擇刪除有聘請專業照護者且經濟狀況貧窮(x4=3&x5=5)的情境，

來確保問卷整體的信效度。 

表 7、情境指標設計 

 變項 級距 (項數) 

x1 台北市財政問題 無意識｜有意識 (2) 

x2 性別 女｜男 (2) 

x3 年齡 65｜75｜85｜95 (4) 

x4 小孩 每週回家｜半年回家｜不回家 (3) 

x5 居家照護員 無聘請｜聘請日間照護｜聘請全日照護 (3) 

x6 經濟狀況 富裕｜小康｜普通｜清寒｜貧困 (5) 

x7 身體狀況 半年沒有就醫｜半年來僅因小疾病就醫｜患有重

大疾病 (3) 

    在決定好情境指標後，本文利用 SAS 統計軟體中的 Macros 套件，幫助筆者

從目前的 2160 種情境中，選擇效率最高的排列組合(D-efficiency>90)來獨立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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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因子對於依變項的影響。最後，本文在總共 4 組，每組 36 個情境的條件設

定之下，每個因子之間的相關性皆不超過於 0.3 且 D-efficiency 達到 99.2255。 

圖 9、情境範本 

台灣高齡問題嚴重，但政府財政能力有限。今天您在家附近的公園遇到一位女性

新朋友，今年剛好 95 歲，子女每週回家關心，且有聘請日間居家照護員照顧。

家裡經濟狀況普通，半年來僅因小疾病就醫。 

二、政策偏好的設計 

     目前台北市政府對於年長者的照護可以區分為樂、遊、顧、住以及醫五種

政策類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9）。其中，在這五種類型中的政策，扣除特

別照顧失能年長者的措施外，可以分類為關懷政策（老人共餐、長青照護據點等

設施提供日常生活照顧）、娛樂政策（市政府定期舉辦旅遊活動、大眾運輸交通

工具費用補助等）以及醫療政策（高齡友善門診、免費接種疫苗等）。再加上被

刪除的禮金政策（固定節日，無條件發放小額禮金），共有四項政策標的讓受測

者根據不同的情境衡量合適的預算分配，進而理解不同因素對於人們對於政策偏

好的影響。 

    為了確保受測者是在資訊完整的條件下回答問題，本文會以簡短的文字讓受

訪者簡單了解目前關懷政策、娛樂政策、醫療政策與禮金政策目前在台北市政府

實施的主要政策內容與平均每人可分得的預算數。以娛樂政策為例，本文就會告

知受測者背景資訊，確保受測者是在充分理解選項的情況下作答：目前台北市除

了有 480 元的敬老卡補助市民搭公車、敬老愛心車隊計程車與捷運等大眾運輸工

具外，參觀各類文教設施（博物館、美術館等）也不需門票費（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2019）。台北市一年投入 1,279,046,000 元，平均後每人約可分得 3000 元

(2756.38 元)。而每位受測者在看到問卷情境後，會依據該情境判斷其需求，來調

配每次實驗中可以動用的 5 個「優惠卷」，來增加該項目的預算。因為每次的實

驗只有 5 個「優惠卷」可以使用，創造受測者取捨(Trade-off)的環境，讓需求變

化更具意義，而非單純的利益增加，而是在四個主要政策中，根據不同的個人情

況來進行權衡。舉例而言，受訪者如果認為應該在禮金政策放置 3 個「優惠卷」，

則在其餘三個政策中，他就僅剩下 2 個「優惠卷」可以使用。倘若他在其餘三個

政策想用超過 2 個「優惠卷」的話，他勢必要減少在禮金政策上的「優惠卷」數

目。由此可得，在一次次的調整後，最後呈現的結果會是受測者認為對於此情境

最好的預算分配方式，而本文也可以利用此結果，推估台北市年長者的需求，並

理解影響需求背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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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暫時結果與初步結論 

    過往對於分配政策的研究多囿於從資源分配看政府權力運作的關係(Golden 

and Min, 2013: 73-99)，但甚少去注意分配政策的「規範面」- 怎麼樣的分配模式

才是兼顧公平以及效益。本文從「針對普遍性」的理論出發，以政策規劃面、決

策過程面以及執行檢視面來探討刪除重陽敬老禮金政策的轉變，讓理論與實際政

策對話，嚴謹的檢視決策過程可能發生的問題。最終，本研究發現到政策規劃時

未能理解人民需求並與人民達到政策目標的共識、決策過程過於急躁且又沒有納

入外部團體討論，以致於對社會實際運行的不理解和在執行檢視中，缺乏客觀有

效的檢核指標幫助政府有效調整政策。這環環相扣的決策問題，導致政策推出後，

一直無法澆熄民眾對於重陽敬老禮金被刪除的怒火。換言之，在政策規劃的階段

會深深影響此政策的成敗，故政府往後在進行任何政策調整與設計，理應更注重

需求理解與目標共識的形成。而在分配政策上，由於分配利益的群體特別容易受

到來自外在的檢視與標籤化，認為他們是浪費政府資源的族群。故此，在此方面，

決策者更需注重政策目標是否能夠照顧到社會上最需被照顧的群體，但同時又能

提升整體社會福祉。並且將政策邏輯以及相關證據向大眾說明，以降低資源分配

中所引發的社會衝突。 

    本文作為首個將「針對普遍性」理論操作化，實際運用於公共政策的文章，

發現到此理論對於分析分配政策相當具有幫助。該理論特別強調必須理解各族群

的發展與限制，並對於「平等」有更為深層的理解。而本文將此理論架構化，用

了解需求、決策過程與問責機制三步驟的架構圖把理論強調的概念融入政策決策

的過程，並依照此理論結合質性訪談分析台北市重陽敬老禮金刪除政策。而該架

構清晰針貶政策出現問題的原因，對於深刻理解分配政策有相當大的助益。往後

各級政府在規劃政策時，應遵循該架構的步驟進行，讓政策推行的過程更為平順，

減少社會不必要的資源浪費，是為本文一大重要貢獻。不過本文也發現到，此項

架構對於該如何調查各族群的發展與限制，以設計符合人民需求的方法並未仔細

詳述。且目前常見的研究方法大多無法觸及此塊，頂多能透過積極的去訪視、民

意調查以及借重相關公務員多年的經驗來理解與猜測人民需求面。故本文在後半

段提出調查技術上的精進，以增加此架構內涵與實際應用的廣泛性。本文借鏡過

往在經濟學與財政學探究公共財需求的方法，結合多因子實驗調查法，更細緻的

理解民眾需求，使公共政策的設計能夠依循證據為本的態度，讓政府資源能夠最

有效的發揮。 

    一個好的分配政策，我們都會去深思政策價值究竟應該是要雨露均霑，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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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都能獲得利益；抑或要雪中送炭，讓最迫切需要的人獲得大多數的利益呢？

在分配政策中，決策者總是會遇到針對性或是普遍性的困境必須解決，而決策者

最重要的決定就是要在針對與普遍這兩個極端中，尋找一個「最適點」，讓分配

政策兼具公平以及效益。在「針對普遍性」理論中，最適點就出現在幫助最弱勢

的族群但是同時能讓整體社會獲得福祉。而本文也認同刪除重陽敬老禮金轉為長

照措施具有這樣的意涵，不過整體的邏輯論述與決策證據並未公開於世，造成台

北市政府的論調，讓民眾無法理解與接受，使得大眾更期待接近普遍性政策的調

整。所以讓資料公開，提出平等指標來檢視政策施行，是台北市長照政策未來持

續要努力的方向。而此思考脈絡可以幫助台灣各個分配政策遇到的民主與專業的

矛盾提出解方：舉例而言，像是暖冬旅遊補助不補助台北、桃園以及新竹市是否

為合理的資源分配模式；又或中央政府補助計程車汰舊換新是否為合理的決策都

能以「針對普遍性」中的平等價值檢視，以確保分配政策的規模適中，不會出現

政策買票或是導致資源無法挹注到所需之地。 

    最後，本文的另一貢獻則是提供未來政策評估的新方向。過往公共政策學者

多從投入(Input)、產出(Outcome)與影響(Impact)來觀看政策對於社會產生的價值

(Then et al., 2017)，鮮少注意到政策規劃階段所帶來的影響。在本文提出的分配

政策選擇架構中，可以推論出政策規劃時期時，建立政策共識作為政策規劃第一

部的重要性。由此可得，政策規劃就猶如政策的上游，如果在決策端就出現問題，

政策預期的產出必定會受到影響。故此，評估與確保政策決策初期的過程與程序

成為政策評估不可或缺的一環。本文期待往後對於公共政策的實證研究，除了關

注政策產出與影響外，更能去留意政策的演進與決策過程，全盤的理解政策內容，

才能理解政策問題出現的成因並提出更具建設性的學術觀點，並非僅單獨關心政

策的淨效益是正或是負的而已。而本文正是彌補了此漏洞，給予檢核決策過程一

項架構與指標，提供公共政策學界未來評估政策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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